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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与劳动者处境恶化
———日本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内在社会根源

许 晓 光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610066)

  摘要:明治维新后,随着日本新政府“殖产兴业”政策的大力推行,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但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待

遇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相应提高,处境并未相应改善,反而呈现待遇越来越差、处境越来越恶化的趋

势,煤矿、铜矿、纺织等行业工人和广大农民劳动环境十分恶劣、受剥削过于严重、生活状况异常悲惨的信息不断见

诸各类媒体,社会贫富悬殊的现实也被社会主义者揭露出来,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构成了日本社会主义思潮产

生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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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后期,日本产生了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出现,从外部考察,是由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
从内部考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明治时期,由于新政府“殖产兴业”国策的推行,社会经济出现了迅猛发

展的态势,各行业经济部门的劳动者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二律背反”现
象———生产力和社会进步导致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劳动者处境日益恶化的这一现实矛盾却并未能避免,劳动

者的待遇和处境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迅速提高和改善,反而呈现下降的趋势。各地劳动者处境恶化的信

息不断流传于世,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关注,社会对劳动者的人文关怀因此与日俱增。随着西方社会主义思想

的传入,这种人文关怀思想逐渐演变,导致社会主义思潮的萌发。因此,要研究日本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萌

芽、生长,不能不深入考察明治时期生产力发展前提下劳动者的处境恶化状况。本文拟依据当时的史料,对
这一问题作深入考察,以探索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萌发的内在社会根源。

一 明治时期日本经济迅猛发展

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依靠国家的力量,在日本全国推行“殖产兴业”的国策。政府施行各项政策,推
动资本主义产业在日本各地兴起和发展。在这种政策的扶持下,各行各业迅速崛起,加上欧美先进技术设备

的引进,社会生产力迅猛提高。到明治20年代后,日本经济呈现出百业兴旺发达的局面。
日本明治时期经济迅猛发展的表现之一就是铁路大量开通。“经济发展,交通先行”的规律,在日本得到

充分展现。铁路建设投资较大,一般是先由国家筹资兴建。所以,率先兴建的大多是国营铁路,主要有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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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东京-横滨铁路、1874年大阪-神户铁路。以后,随着私人资本的积累,私营铁路也很快出现,具有代表

性的是由华族出资的私营铁路公司“日本铁道”,1884年兴建了上野-前桥铁路。所谓的“铁路热”开始兴

起。1886年就有伊予铁道、山阳铁道、甲武铁道被计划组建,到1890年又有干线大铁路、地方性铁路的规划

接近50条。① 到1885年有100条私营铁道线路运营,到1889年达到了516条,实际数量超过了官营铁路。

1889年官营东海铁路线的新桥-神户线,1891年日本铁道的上野-青森线,1894年山阳铁道的神户-广岛

线等主要干线全部贯通。1892年的《铁路敷设法》确定了日本全国铁路网络的基本构想。1886-1893年,在
矿工业运输部门社会资本金12382万中,铁路资本占了41%。② 铁路运输在当时的亚洲首屈一指,它不仅直

接创造了产值,而且加快了商品流通速度,带动了其他各行各业的迅速发展。
在各行各业中,棉纺织业的发展较为突出。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纺织设备的更新,日本国内棉纱生产

和出口呈上升趋势,相反国内进口棉纱则呈下降趋势。国内棉纱生产若以1880年指数为3,到1890年上升

到100,而到1902年则迅速上升到735,比22年前扩大了244倍;出口棉纱到1890年才开始起步,指数只有

0.2,到1902年出口指数上升到了188,12年扩大了940倍;相反,进口棉纱数量则大幅度下降,1880年的指

数为88,1902年下降为9,经过22年几乎下降了90%。③ 这说明棉纺织业的水平在短时间内已大幅度提

高,逐渐向欧美各国靠近。同时,日本棉纺织业的规模也逐年扩大。1883年,机械纺纱开业的只有大阪纺织

的1万锭规模的公司,到1887~1889年则有10家左右同类公司开业。由于不少原本与棉纺织业无关的大

城市商人、地方商人、地主等加入投资,棉纺织业规模迅速扩大,1887年达到7.6万多锭,1889年猛涨到

21.5万锭,1893年再度上涨到38万多锭④,是1887年的5倍多。到了1912年(明治45年),纺锤数(包括

捻线纺锤)达到了210万锭⑤,相当于1893年的6.3倍。大量的纺织工人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明治日本经济发展另一个突出的经济部门,就是采矿业和与之相关的冶炼业的迅速发展。例如铜矿生

产发展较快,铜的生产量1881年为4772吨,1892年达到2万吨,为1881年的4.2倍,11年间增长了300%,
其中80%以上的铜用于出口。当时有三大著名铜矿:别子、小坂、足尾。其中,足尾的铜矿还建成了日本最

早的水力发电所,1890年竖坑排水已电力化;由于电缆索道搬运的近代化,1893年又采用了转炉,将以前需

要32天的冶金工程缩短为2天。⑥这样,到19世纪90年代前半期,足尾铜矿完成了采矿、搬运、制铜的近代

化。
这一时期日本煤炭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19世纪80年代日本煤炭业迅速扩张。1883年,日本煤生产

量为100万吨,1894年便增加到427万吨,翻了4倍,其中出口量占40%-48%。筑丰地区用扬水泵解决了

排水问题,导入一部卷扬机,使煤炭出井机械化,再由铁路运往各外贸港口输出。这些煤矿最大的特征,就是

大多由国家开发后卖给私人企业,如三池、高岛、别子、足尾、小坂等煤矿分别出售给了三井、三菱、住友、古
河、藤田等与政府有关系的政商财阀,使他们私人的资本在煤矿业中占据很大比重。另外,与设备近代化的

趋势相反,三池铜矿利用犯人劳动,煤矿和矿山建立在库房和工地宿舍制度基础上的过分残酷的持续劳动也

使人难以忘却,并引起社会关注。⑦

明治20年代以后,日本农业比起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来说则显得相对缓慢。本来,由于受到较重

剥削的农民不断骚动,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已经将农民的地租税率从3%下调到2.5%,一定程度上减轻

了农民的税负,加上银价和纸币价格下跌、粮价上涨,农民获得的实际利益大为增加。⑧但是,整个农业比起

工业来说,其发展显然缓慢得多。例如,粮食省产粮1878~1887年的指数如果为100,1888~1897年只上升

到120。粮食虽然百分之百能够自给,但国家对农业税征收仍显较重。据统计,当时国税中有50%~60%来

自于地租⑨。对于本来就不太发达的农业征收重税,势必造成农民的生活更加困苦。
总之,到明治晚期,日本完成了第二期的产业革命⑩。由于生产水平在亚洲首屈一指,并迅速缩小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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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各发达国家的差距,产品质量在亚洲领先,使日本的出口额逐年快速增加。1882年,全国出口额为0.3亿

日元,到了1897年上升到1.24多亿日元,比15年前上涨3.1倍;到了1908年,出口额达到4.24亿多日

元①,比26年前上涨了13倍! 这使日本积累了大量财富。据不完全统计,到1910年,日本的固定资产已达

到294亿多日元②,国家经济实力大增。
二 劳动者的处境恶化

按常理,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相应的物质文明的提高,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者的待遇和处境也会

得到同步提高和改善。但是,由于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属于后发的赶超模式,无论是生产部门的安全设施还

是资本家管理的文明程度都远远没有同步跟进,以致在极短的时间内资本原始积累尤为迅猛,各行各业劳动

者的处境却愈加恶化,呈现出一种“二律背反”现象———即经济发展与劳动者待遇成反比。这一状况比较典

型地表现为煤矿矿工处境悲惨、其他行业劳动者处境恶化、农民及城市贫民生存异常困苦。
(一)煤矿矿工处境悲惨

最为典型的是当时私人经营的高岛煤矿工人的悲惨处境。高岛煤矿作为三菱资本的一个据点,位于长

崎港。它“系30年前荷兰人某某所发现,其后经10余年,由后藤象次郎创办采煤事业。后将之让渡给三菱

公司”③。这座煤矿从外观看“壮丽罕见”,似乎工人们所处环境很好,但实际上在里面的矿工工作状况却异

常艰辛。高岛煤矿工人的悲惨处境,被亲自到煤矿考察的政教社社员松冈好一、吉本襄以及作家今外三郎等

人所揭露。
松冈好一撰写的《高岛煤矿之惨状》一文,于1888年6月18日登载于政教社办的《日本人》杂志上。据

该文报道:“三菱公司一取代后藤氏执掌炭矿事业,便设立千古未曾有之压制法,将作为人类的三千矿工使役

驱逐,连牛马也不如。惨淡状况如佛教所谓阎罗殿,矿工宛然如饿鬼。事务员、海岸管理员、小工头、宿舍监、
计数员等,如青鬼赤鬼,矿井宿舍长如阎魔大王。”④矿工的工作时间乃为12小时,大致分为白日方和夜晚

方,白日方早晨4点下坑、下午4点回宿舍,夜晚方下午4点下坑,次日早晨4点回宿舍。矿工不仅劳作时间

超长,而且劳动强度异常高。据该文描述:“其矿工所干12小时劳业苦役,首先在坑内一里到二里的场所,从
脊背也无法伸直的煤层间屈步曲立,用鹤嘴锄、地雷、火棒等,一块一块采煤,然后装入竹畚。重量15贯至

20贯,边忍边爬,一町二町地担着,运到蒸汽轨道。还要担任其它如碎岩、搭框等危险工作,看门、通风等烦

恼的任务,实在是惨不忍睹的场景!”除此而外,劳动环境也十分恶劣。据描述:“由此渐渐进步,若下到被称

为‘蒸汽卸’之大道,恰如东京的瓦斯灯,照着千百盏洋灯,明晃晃的情景,感觉在地底看见了不夜城。煤箱升

降其间,轰轰贯耳,行步之危险亦不可言。气温随着下到地底而逐渐炎热。到最极端温度计达华氏百二三十

度⑤。矿工在炎热瘴烟之间不间断劳作,汗流如洗澡。空气稀薄,呼吸困难,煤臭穿鼻,几乎不可忍受。”⑥可

以看出,尽管采煤、照明硬件设施已经大为进步,但有关人身保障的通风设备、运输设备等却没有同步改善,
导致工人劳作条件异常艰辛困苦。在管理方面,资方也完全无视工人的基本权利。据该文描述:“尽管在如

此令人惊讶的环境从事劳作,但作为煤矿宿舍的规则,也不给予分秒休息。担任小工头者,在采煤场所巡视

监督,若有稍微懈怠者,便以携带之棍棒殴打苛责。是余目击小工头等,岂有不称为青鬼赤鬼之理? 又矿工

中有人不堪过度劳累申请休息,或有违逆宿舍监之意者时,为警告众人,将其矿工反手捆绑,吊在梁上,双脚

离地数尺,加以殴打。让其他矿工观看之。”⑦如果矿工不堪矿业待遇,企图脱离该岛,但若逃跑失败,便会被

海岸管理员等逮捕和处罚,“或踢或打,或倒立或悬吊,其苛责之残酷,苟具备人情者不能为也”。管理人员完

全将工人当作牲畜对待,没有丝毫人权可言。即便工人有病也不给认真治疗,而是为了保住煤矿,采用消灭

病人的残忍手段。据该文报道:“明治十七年夏,该岛被霍乱病侵入,三千矿工之大半即超过1500人因该病

而死亡。然而,煤矿宿舍不问其死者或未死者,从发病一天起,就将之送至海边焚烧场。放在大铁板上,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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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10人一组焚烧。”①尚未病死者也被焚烧,矿工处境真是惨不忍睹!
另一政教社社员吉本襄到高岛煤矿呆了一年,亲眼目睹了矿工的悲惨遭遇。1888年7月,他将亲眼所

见写成《向天下人士诉说》一文,揭露了高岛煤矿的矿工惨状。文章认为,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所有的资本

经营都“不可不图欲使社会幸福进步之事”,决不能公开施行违法之事,但他在高岛煤矿之所见却十分怪异,
“三千余名同胞无罪而在孤岛中成楚囚之身,无故而在无限之坑底尝努力之苦。其悲痛惨酷之状况,以涂炭

倒悬而不足形容。而法律放任之不干涉,社会旁观之不动手相助”。②文章指出,从事采矿业本来就是百业中

最艰辛的行业,“其劳多,其乐少。素来作为其业,根据劳苦的报酬,工资较其他力役者,常常不得不贵几成”,
即工资应当更高一些,而且矿工可以根据身体耐劳状况,决定自己是否继续在煤矿中工作,“矿工自身任意出

入外,不能从旁干涉”,但高岛煤矿的实际情况却是矿工“日益勤勉却日益困苦,愈益劳作却愈益贫穷。欲去

而不能去,欲诉而无处诉”③,矿工处境犹如囚徒。不久以后,吉本襄又发出《陈述高岛煤矿矿工之惨状,禀告

社会志士仁人》檄文,更加深刻地揭露了高岛煤矿矿工的悲惨处境。他指出,这些矿工与社会普通人一样,都
是日本的善良百姓,都应当受到政府法律保护,成为拥有相当自由权利的人,但他们“一旦被诱拐入彼岛,下
到黑暗得白天如同黑夜之数十仞之井下,呼吸冬季仍达百余度以上之炎炎空气,过度劳动伤害肢体,深埋于

尘芥,一身比昆仑奴还黑。双眼炯炯,与手足一起恰如石榴之裂口。鬓发蓬松乱垂,身着一寸布帛,疲惫困

顿,昼夜搬运煤块。其状态,曾闻鬼界之流人也盖不至如此”;接着,他又进一步从人的正常需求分析了矿工

们的绝望境遇:“生于人间,终身没有夫妇团乐、父子兄弟相见之期。旭日东升时,遥望东方,空慕家乡。夕阳

西下时,面向西方,祈愿早至死期。悲愁哀鸣无处诉说,或从千仞绝壁投身成海底之藻屑,或向百丈岩角撞头

洒鲜血于绿苔。怜火阴阴,冤鬼夜哭,悲风飒飒,游魂彷徨于何处? 满岛荒草,共显悲哀之色,环海激浪,互呈

忿怨之状。呜呼伤哉彼等之境遇! 呜呼悲哉彼等之心情! 世虽太平,而彼等常倒悬受苦,时虽丰饶,而彼等

常不免冻饿之忧。”④吉本襄饱含对劳动者的同情之心,将矿工们遭受的极度悲惨境遇揭露得淋漓尽致,力图

唤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想法拯救矿工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些有识之士的揭露文章流传于社会之后,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针对高岛煤矿的矿工悲惨遭

遇,社会媒体展开了热烈讨论。例如1888年7月6日的《福陵新报》就发表社论《谁说高岛煤矿无惨状?》,生
动描述了高岛煤矿矿工遭受的非人待遇:“至五六年前,有违背该矿规则者,被倒悬于‘警众台’,用生松叶熏

之。担心其嚎叫之声外泄,用线缝塞其口,或恣行惨毒,用木棍插入其肛门等”,矿工们甚至连人身自由也丧

失了,“一旦陷于该岛者,终身无脱离之期。不免空成孤岛望乡之鬼,与以前无异。故虽其后,平安无事返回

乡里,与父母妻子再聚,得到一家团乐之欢者,始终未有一人”。⑤社论深刻揭露了高岛煤矿矿工的悲惨现状,
矿工不仅受到沉重的经济剥削,而且受到类似前资本主义社会奴隶般的超经济强制。另一位作家今外三郎

于1888年在《日本人》发表评论文章《高岛煤矿》,揭露了高岛煤矿矿工因过于劳累而不能持久工作的状况。
他从生理学角度考察认为,人的劳动最大限度不可超过12小时,但是高岛煤矿的矿工不仅仅是劳作时间超

长,而且工作环境十分恶劣,“无法适宜保持生理循环,则不能维持生命”;他进而指出,“此所谓12小时者,乃
云寻常一般之劳动。并非云在如彼之高岛煤矿极热之场所,呼吸最脏之空气,从事牛马也不如之劳动也。想

来高岛煤矿之矿工,服人类无上之苦役,却不能永久保住生命也”。⑥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辛苦劳作的工人

们生活待遇如何呢? 他一针见血地分析道:“何况如彼之食物,终究并非按劳力构成正常比例者呀! 彼之矿

工乃人类也。若然,没有被排除此生理原则之外者。如今日,或可堪一时,但至后来,消耗复补不得其当,营
养组织不能完成其功能,以至运动器官不能发挥作用,只能摆头卧死病床。……余辈于此断言,如使役高岛

煤矿矿工之今日,就生理上而论,决不可永久持续!”⑦这种竭泽而渔式的沉重剥削和人身压迫,最终将会导

致正常的煤炭生产难以长久持续。

1906年4月,另一进步杂志《光》发表《高岛煤矿之内幕(三菱公司的暴行)》,也披露了煤矿工人遭受迫

害的情况。文章指出:“高岛煤矿与其他地方不同,作为从海底挖掘的矿井,在水面下,浅有五六百尺,深则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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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尺到二千尺。这样,由于通风的不充分,在最底下时,呼吸不畅会感到非常痛苦。若非相当熟练者,简直难

以忍耐。尤其是在夏天,温度异常高,达到华氏100度至120度。在这样的坑道内作业的矿工,其艰难随处

可见。本来高岛煤矿煤层厚重,瓦斯颇浓。虽然公司也加强注意,但正如前述,若不能使通风充分的深井,动
辄有爆炸的恐惧,但禁止谈论危险。而且,坑道内十分倾斜,坡度至少有二十五六度至四十度,这样,即便用

蒸汽力搬运的采煤箱,也会一天数次翻倒或脱线,杀伤人或撞坏坑道内支柱,导致天棚塌下等,危险状况不胜

枚举。”①在这种状态下,平时即便瓦斯不爆炸,每天也会看到工人伤亡。根据矿工所说,每天只死2名是公

司所预期。文章哀叹:“呜呼! 可怕的资本家! 他们认为伤害工人的生命,比抛弃一块煤炭还要轻。”②文章

还揭露了煤矿管理人员对工人的身心迫害情况。当时的监工等管理人员,如果对工人有所不满,便采取各种

手段迫害工人,最轻的是罚款,即克扣工人应得的工资,重则采用人身伤害,“惩罚最重的,是在他们中被称为

‘鲔’的刑罚。其法是将双手捆绑在背后,以脚趾头刚刚接触地面为尺度吊起来,暴晒于坑道口人流最多处。
其状态很像吊鲔鱼③,故得名”④。这种压迫实际上也已类似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超经济强制。

(二)其他行业劳动者处境恶化

除了煤矿工人处境十分悲惨之外,其他企业的劳动者境遇也日趋恶化。1890年10月26日,《读卖新

闻》发表了山口县人北公辅写的纪实文章。他在旅行途中遇到3人,听闻东京北边37里远的野州足尾铜矿

的矿工处境悲惨。他将三人所谈记载如下:“若世界上真有地狱,那铜矿正是现世之地狱。我们3人不曾知

道铜矿实况,最初的目的是决心在这个地方打工几个月,然后买些衣服,携带旅费就回家。岂料在铜矿不仅

每天1钱也存不起,而且还增加了借债,离开无期。偶尔患病希望休息1天,但那些残酷的饭场长不会轻易

批准之。疾病日益加重,借债逐月累积,进退维谷,遂产生逃走之念头。然而如果暴露,会蒙受残暴的斥责,
有时几乎置于死地。因此,不能企图轻易逃脱,何况老幼耶? 只有日夜仰天叹息不幸。我们3人仅仅能够脱

离虎口,出到狱外的世界,但身无分文,昨天起便没有吃饭。然而,若追忆在彼之铜矿之当时,空腹岂难忍受

耶?”其中有一人甚至将监狱和铜矿的条件和待遇对比后说:“我曾于乡里醉酒后与人打架斗殴,因伤人而被

关进监狱。但狱吏待遇比饭场长更优厚,何况狱中重视卫生,故如其伙食远远优于铜矿。若矿工为不顾廉耻

者,皆更喜欢去进入监狱。”⑤听了这些诉说,将信将疑的北公辅亲自以矿工身份进入足尾铜矿开展调查,他
发现矿工在里面除了劳动艰苦、收入很低之外,根本没有人身安全保障,工人们的生命完全被视同草芥。例

如出入矿井必须攀登很高的直立梯子上下,经常很多人同时攀登;如果其中1人不慎从上面跌落下来,下面

的人也将会被砸中,一起跌落井底丧命;如果有人设法逃走,被抓回来后,将会被活活打死,而矿主不负任何

法律责任。⑥这与高岛煤矿矿工受到的超经济强制大同小异。同时,由于规模扩大过于迅速,安全设施无法

同步完善,导致铜矿中毒事件时有发生而远近闻名。
纺织行业的工人状况也大同小异。1904年2月7日,《平民新闻》第13号刊登文章《纺织女工之实状》,

揭露了纺织女工的悲惨境遇。文章指出,女工通常13岁以上要签3年的合同。按合同规定,每天劳动时间

12小时,分昼夜两组轮流,每月休息4天。工作这么长时间的女工,每天收入仅有18钱,月收入仅有4元68
钱;伙食1天有1次添加煮蔬菜,其余2顿仅有咸菜,“见到她们在宿舍中起居的模样,大抵脸色苍白,瘦弱,
全都有气无力,如睡着了一般,呆然张口,熟睡得连躺到枕头外都不知道……患病主要是砂眼和肺病也。可

能是处在如烟般的棉尘中之结果。平常大约有30至70名住院,但去年末大概患病者也要出工,所以仅有

16名住院者。特殊重症者迅速送还乡里”,而且该文在比较其他公司后指出:“此公司女工待遇被称甚为良

好,而其实状如此。其它各公司之残忍可想而知。”⑦可见,日本近代纺织行业的迅猛发展,无不浸透着纺织

女工们心酸的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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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2月初,工人们手中流传的《促进改善待遇大同盟》的秘密出版物,也强调了日本铁路司机们受

到的不公正待遇。该出版物指出:“公司方面对我们的待遇,是越来越残酷,不! 简直是在愚弄我们……司机

们不得不俯首帖耳,像奴隶般劳作。一旦表示不平,便会被放逐到人人厌恶的五线区去,像惩罚仇人一样暗

地里白做苦工。如此这般,若不堪忍受不平等待遇,为了一身清净而欲辞职,也不易获得许可。若硬要辞职,
则不是被免职,就是在采取各种妨碍其就业的手段之后,才获得允许。妨碍自由权利也甚为厉害。大公司剥

削人的手段真可谓无所不尽其极!”①火车司机应当是技术性很强的工种,他们都受到如此待遇,其他技术含

量相对较低的工种的工人待遇可想而知。两年以后,东京马车铁路公司的工人们对进步报纸《万朝报》记者

诉说自己的处境恶化,报纸作了详细报道。据工人诉说:“我们清晨五点就得上班,晚上过了十二点才能归

家。偶然有事,又得增加一、二小时的劳作。但次日上班若迟到,便会受到很重的罚薪处分。一旦被马车铁

路公司雇用之后,都必须宣誓:无论发生任何事情,皆不得辞职。然而,公司方面虽然明确表示,连续服务二

年以上者,可领取一百余元的赏金。但迄今为止,几百名司机、售票员连续服务二年以上者,不,就连服务五、
六年以上者,也几乎没有得到那种赏金者。真是奇怪至极!”工人们还对公司强加给自己的超长工作时间表

示了极大愤懑:“我们每天要从事19小时的劳动,而且还动辄要延长到20小时以上。在这期间又无分时休

息,甚至连吃饭的时间也几乎没有! 而一个月所得,仅仅十一、二元。世上劳动困难者素来不少,但还有比我

们的劳动更困难者吗? 我们被马车铁路公司雇佣之后,必须预先缴纳保证金若干,接着每月要缴会费若干。
它虽名为会费,但其实不外乎仍为用来束缚我们不得离开公司的保证金。故工作不满2年而离职者,会费就

被全部没收。”②铁路工人们不仅受到残酷的经济剥削,实际上在人身上也被资本家束缚而失去了自由。
不仅私营企业的工人处境艰难,而且连官营企业的工人处境也同样日趋恶化。例如1907年7月《社会

新闻》第6号发表文章《佐世保工厂之现状》,揭露了位于长崎的大城市佐世保的官营工厂里劳作的童工惨

状:“佐世保很有名的是死伤者多,童工多,待遇惨绝悲绝。特别是童工的实情,就是在夏天都要打冷颤。还

天真无邪的十一、二岁的儿童600多名,全都赤裸裸地劳动。而他们全身都有烧伤。只有一只眼睛闪闪发

光,站立着劳动。看到他们从早到晚,被赶进大人无法出入的很小的锅炉升降口洞内,目光呈现出悲哀,实在

是此等少年也。”③这些尚未成年的儿童都受到如此虐待,无法受到法律保护,说明作为出资办厂老板的政

府,与残酷剥削工人的其他资本家一样,并无本质区别。
(三)农民及城市贫民生存异常困苦

当时农民和城市贫民的生存状况也不容乐观。自由主义思想家大井宪太郎(1843—1922)历来对下层民

众的生存状况十分关注。他针对社会上有人说农民困苦是源于懒惰的论调,分析了农民的困苦状况及其原

因:“山间僻村之民当然是一般农民之状态,大体相同。周岁无一天之快乐,披星而出,戴月而归。若问衣食,
仅不足承受饥寒。至极贫者,特尝辛酸,粟饭芋饼,敝衣跣足。以至发出感叹,将人几乎等同于牛马!”大井深

刻地指出这种状况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当时农民普遍的生存状态:“夫如是农民一般之情态,尽管勤劳简朴,
但家无储粮者比比皆然。若见勤劳节俭如彼,却几乎不免冻馁,则可推断得知,皆由我国税法苛刻,故只能使

农民无法富裕。”④他认为,政府对农业征税过重,是导致农民虽然辛劳却不得温饱的根本原因。
对此,大井反思了日本农业发展的历史与农民处境的关系,认为:“这样,在我国农民中,因无多余收入,

一旦家庭遭受不幸灾厄,数代不能偿还之。耕种三代或四五代之前就已典质之田地,虽然名为自己所有地,
但实际上变成了佃农。又有数代之前便租借他人土地耕种而谋生者。若直言,我农民概数代之前便已成为

穷人也。在农民中,能独立生存于安心之地者,寥寥无几。夫如是,我农民中,大农即有相应资产者,不足十

分之一。十之二三为中农,其他应为穷民。则仅怠惰便致贫之评论失当也。今之贫民,大抵乃世袭贫乏者

也。故纵然没有怠惰,但素来无多余收入之贫民,数代之间,必然由于疾病或其它灾厄,流离颠沛,虽不想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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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贫困却不可得也。”①而且大井认为,这种农民贫困状况,不但没有因明治维新后政府法令规定地租减轻而

有所改善,反而有逐年加剧的趋势,“至近世,世事愈益极其纷扰,世间加倍疲弊人类生计之困难,一日甚于一

日。盖由此陷入多重困难。今既观平民社会之现状,食就粗恶,衣极褴褛,鹄形菜色,简直难以避免饥饿。实

堪怜悯! 若徐徐推论其惨状,还不如宁愿成为受人喂养之牛马。人若无爱惜生命之天性,皆只有不堪劳苦而

上吊了事。”②也就是说,如果继续维持现状,而不实行社会改革,贫困农民只有死路一条。
社会主义者铃木生也在《社会新闻》1910年第66号发表文章《横暴的地主》,揭露地主通过提高地租加

强对农民剥削的社会情状。文章指出:“租米1石不通用1石,必然每石分派额外增加5升米,称之为‘込米’
缴纳给地主。此已成地方持续之习惯。于是,此次因重新订立加租契约,佃农方面当然认为这种不合理习惯

应当废止。去年冬天基于加租规则欲缴纳年贡米的时候,地主方面称不能改变习惯而要求込米。佃农不答

应之,遂提起此次诉讼,直至被强制执行。”文章进一步指出,这种强制执行加租是十分蛮横,不顾农民基本生

存条件的野蛮行为:“而且此强制执行极为酷烈,闻所未闻。若举其一例,佃农感到最痛苦的是,连日用品都

被没收。佃农交租要做各种准备,特别挑选品质而包装库存,所谓年贡米不能到手,就没收充作食粮的粗杂

米。佃农在租米上有一定规矩,不能将年贡米充作食粮,即事实上构成夺走食粮之残酷。可云真是极为横

暴!”③通常说的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言下之意,还留下了维持生存的必要劳动力价值。但是,由于农

村文明程度更低,所以甚至连农民维持生计的必要劳动力价值也要被掠夺,农民的极端困苦由此可见一斑。
日本近代著名的社会主义者片山潜(1859-1933),1903年曾在政论著作《我社会主义》中细致分析了当

时日本贫民大众的悲惨境遇:“若夫妻俩平安无事劳作,一日收入50钱,一月所得14元,经营6人的家庭生

活,彼等乃贫民窟之居民也。房租1月3元,6人之家庭每月用12、13元维持生计。常食南京米,丈夫有时

因感冒休业,收入减少时,妻子只能暗地里以剩饭度日。一日饭米至少也得1升5合,每月4斗5升,虽下等

南京米也要支付6元。剩下3、4元,从蔬菜到豆酱、酱油、燃料、油,以及其他衣服、鞋袜等,也必须支付。偶

尔有孩子生病,也不能请医生治疗,要买药充分服用也很困难。”而且他还指出,这是在经济比较繁荣的顺利

时光里劳动者的状况,但若遇到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大大增加的困难时期,劳动者又如何生存呢? 他指出:
“若一朝因产业不景气而失去工作,处于失业状态,又因歉收而物价腾贵,此家庭之困难,远非通常人之智能

所能想象的。南京米变成剩饭,放弃豆酱、酱油而用盐。在如此场合,孩子由于饥饿而悲鸣、痛叹,会妨碍母

亲工作。老母亲由于贫血病而身体无法动弹,丈夫因感冒而终成肺病。母亲操心的结果,引起神经疼,一家

内的惨状呈现无法描述之悲惨。此决非吾人仅仅记载特殊家庭之状况,如今城里150万人口中,沉沦于如此

悲惨境遇者,实为多数也。”④由此可见,城市底层劳苦大众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已成普遍状态。
三 对社会不公正的谴责、反思及其应对

经济迅速发展与劳动者生存环境恶化的现实矛盾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不少有识之士对这种不

公正状况进行了强烈谴责和批判,同时也表达出对下层人民的同情与关怀,并开始反思如何改变这种不公正

状况。
例如高岛煤矿工人们的恶劣境遇,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同情心。当时的思想家将这种残酷对待工人的制

度斥责为“奴隶制”。著名思想家、社会评论家三宅雪岭(又名三宅雄二郎,1860-1945)就认为矿工受到的是

奴隶般待遇。1888年,他在《日本人》杂志发表文章《应当如何对待三千奴隶》,将高岛煤矿压迫矿工与古代

奴隶制下对奴隶的虐待相比较后指出:“一听就厌恶的奴隶陋习,近来存在于肥前之高岛也。虐待奴隶,将人

与牛马同样对待,被认为是前代异域之恶弊,今存在于号称我国第一煤矿的肥前之高岛也。无罪而受皮开肉

绽之鞭笞,成为奴隶之地位。日夜孜孜劳动,而苦死于路旁,乃奴隶之命数也。世上虽有种种值得怜悯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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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中没有比奴隶更可怜,没有比奴隶更可叹,没有比奴隶更应需要迅速救助。呜呼! 彼高岛实际大约三千

人在劳苦、痛疾、呼号、困倒,继续降于饿鬼之道,将堕落于阿毗地狱。”①三宅雪岭在文中,将挣扎于煤矿井底

的工人们与地狱中受煎熬的奴隶们相提并论,对煤矿工人们奴隶般境遇进行强烈抨击的同时,其深切同情也

溢于言表。不仅如此,三宅雪岭还进一步指出,这种极不公正状况是阻碍日本文明进步的不可忽视因素。他

说:“高岛煤矿方虐使三千奴隶,乃将妨碍正当之工业者也。高岛煤矿方虐使三千奴隶,乃毁伤具有慈仁之名

的帝国人民之体面者也。高岛煤矿方虐使三千奴隶,乃欲消灭锐意推进文化之东洋全般之荣光者也。高岛

煤矿方虐使三千奴隶,乃欲阻碍经千载万载进化发展而来之人类社会之大道者也。”既然如此,他强调,为了

社会的文明进步,必须想方设法解救这些类似奴隶的工人,“居住煤矿之三千奴隶,当然必须急速救助。今闻

非常之惨状,意迫语尽而不知所言。待情绪之稳定,更欲陈辩救助之企图”。②

吉本襄在揭露了煤矿内工人们的种种惨状之后,强烈抨击这种剥削制度超过了远古时期的奴隶制,“至
如疲惫困顿,只能等待朝暮死去的高岛煤井矿工,吾人即便欲坐视之,却不忍坐视也。高岛煤井矿工不能没

有工资,然而,实际上却有种种诡计夺取也,一钱也不许到手。高岛煤井矿工虽非失去进退自由之人,然而,
实际上遭受严厉管束,一步也不能走出岛外。驱役比牛马更甚,束缚比奴隶更甚”③。他在此分析了矿工们

的实际处境,名义上是有工资的雇佣工人,在法律上也是自由人,但这些法定权利皆被资本家剥夺。他们一

方面工资不能按时按量领取,另一方面连人身自由也受到极大限制,比起奴隶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谴责了

社会上大多数人和国家法律制定者对矿工的悲惨境遇无动于衷的冷漠态度,“其悲痛惨酷之状况,以涂炭倒

悬而不足形容。而法律放任之不干涉,社会旁观之不动手。几乎如为秦越之思。故抑果如何”④ ? 他主张应

当千方百计拯救这些受苦受难的劳动者,因为“彼等与余辈同为日本良民,与余辈同受日本政府之保护,成为

拥有相当自由和权利之人”⑤,所以政府和社会对此决不能袖手旁观。他向社会有识之士发出号召:“志士仁

人岂可有一日安然,将此视为对岸之火灾耶? 应共同愤然崛起,将此等人民拯救于涂炭之中。不可不使此等

凶汉绝迹于社会。”⑥他希望能有人想出万全之策,拯救这些处境艰难的劳动者,而且表示自己愿意为拯救这

些受苦受难的工人兄弟倾尽全力。他说:“作为吾国人士,苟有相亲相爱之情者,见同胞沉于如此惨境,岂可

袖手旁观、不为之谋划一策、拯救其危难哉? 余辈不顾微力,今与同志密切相联结,倾注心血,将之诉于舆论,
乞于官衙,尽力所及,从事其救援,欲死而后已。余辈最敬爱之志士仁人诸君哟,希望添加一臂之力,以不堪

至恳望上为国家谋划扩张人权,下为欲赐予解倒悬之苦难也。”⑦即无论是向社会媒体披露,还是向政府请

愿,自己都愿意尽一份力量。
今外三郎在揭露了高岛煤矿的工人悲惨处境后,提出了更深层次的反思,上升到社会现代化的高度。他

指出,这种残酷剥削工人的不公正状况,如果不立即纠正,“不仅为彼三千矿工之不幸,而且我国后来应当勃

兴之事业,其萌芽也将受阻止也”。⑧即像现在这样只顾眼前利益,竭泽而渔地压榨剥削矿工,最终将会阻碍

日本正在勃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
针对纺织女工的悲惨处境,1907年9月《大阪平民新闻》第8号也刊登专题文章《纺织女工》进行强烈谴

责:“柔弱而无抵抗力之妇女工人们,无论如何哭泣悲惨之境遇,但由于如此周密之工厂的充分防范,而无法

被社会了解。仅仅有泄露而听闻之事实,不禁使人想起一个世纪前英国的棉纺织工厂中流行的‘奴隶之下的

奴隶’。请牢记吧! 资本家的财富和荣华,都是这样从我们姐妹那里榨取的血液。”⑨媒体这段生动的描述,
不仅揭示出当时日本纺织工业繁荣背后工人们血淋淋的遭遇,而且试图唤醒当时的人们透过经济“繁荣”的
外表,认识到劳动者所遭受的极不公正待遇。

另一方面,思想家们还从社会贫富悬殊的鲜明对比的视角来谴责这种社会不公正状况。如社会主义者

片山潜从对资本家阶级奢侈生活的描述,揭示出日本社会贫富悬殊的惊人状况:“听闻大隈重信以其庭园壮

观美丽而夸耀。而彼即便在寒冷中,其温室里也种有蔬菜,在与贵客共赏雪景时,可以吃到瓜、茄子等任何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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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回顾一下,他一点不劳动,而每天有五、六十名园丁劳动,支持他一身。而为此,不知有几千万劳动者付

出劳动。又听闻资本家岩崎(弥太郎)在城里深川有别墅,其园丁乃不通日语之外国人。是其意在于担心普

通人民知道别墅内部。而其连古代帝王都自叹不如之极端奢华,若不能保守秘密,因过分奢华之故,以至于

害怕社会攻击。真令人叹为观止。”①这里说的岩崎弥太郎,就是三菱公司的创始人,也是前述高岛煤矿的老

板。可见,他们通过残酷压榨劳动者的血汗,使自己过上了奢侈的生活。而对于劳动者水深火热的处境,身
处优裕环境中的资本家们是不可能关心,也不打算改善现状的。如果不改变目前的社会制度,仅仅希冀资本

家“发善心”来改善劳动者的处境,是不现实的。
社会主义者森近运平于1907年7月至9月在《大阪平民新闻》发表连载文章《劳力的掠夺》,也从这一视

角谴责了贫富悬殊的不公正的社会现象:“每日每夜汗流浃背劳动之人,应该贮存非常多的财产,衣食住都十

分优裕。然而事实完全相反。带着最痛苦的神情劳动的人们,没有丝毫贮蓄,买米的钱也不够,一年连一次

有趣的游玩都不可能。”反过来对比那些靠剥削工人过活的资本家,“随心所欲地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专门

雇进人研究无用的游戏,并且还有用不完的收入。假定有钱人完成一份生产也同样是人,那么普通工人断无

完成千倍万倍生产之道理。彼等收入之大部分,不,其全部不外乎掠夺多数工人之劳力而取得之物”②,揭示

出工人辛勤劳动的成果被资本家掠夺,是造成社会贫富悬殊的原因。
那么应当采用什么办法来改变这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呢? 社会各阶层都在反思。显然,这种状况是与

政府的监管责任缺位密切相关的。于是,当时有人提出由政府兴办企业,在善待工人方面,为私营企业做出

榜样。但是,严酷的现实却粉粹了这种美好构想。20世纪初的日本,正演变为帝国主义国家。日俄战争的

胜利,使明治政府更加重视军事工业的发展,于是大力兴办兵工厂生产战争武器。在这些工厂里的劳动者,
受到的苛酷待遇比起私营企业的劳动者有过之而无不及。1908年1月,《日本平民新闻》发表连载文章《大
阪炮兵工厂之内幕》。文章作者非常感叹地认为,作为应当保护国民权益的政府,居然比资本家还恶劣:“资
本家的权力强大,强大到可以虐待工人,我们常常有所目击。这样可以明白,比起其他的资本家的工厂来,在
政府的工厂中,工人的状态更加悲惨。有种说法,将其在铁路国有之前和之后比较便可明白。考察印刷局、
造币局和邮政局等部门的实况时,便不得不产生‘政府乃最暴戾的资本家’之感觉。尤其是在绞尽我们血汗

的陆海军的工厂中,会看到工人之状况可以称为最恶中之极恶。”③文章针对有人提出政府兴办的企业为私

营企业做表率的主张,指出:“社会上也有人认为,政府的工厂应当向其他资本家工厂展示出楷模。但那终究

不是在当今的社会组织下可以商谈执行的事。那无论如何都是不必要的设置过大的陆海军,使我们工人陷

于涂炭之苦。驱使本来可以生产自己衣食的工人,去制造令人恐惧的杀人武器。在今天政府的工厂———其

杀人武器制造所大阪炮兵工厂,是如何虐待酷遇工人的呢? 打算恭贺新年的人们,在以喝一杯新年酒的心

情,热衷于资本家报纸的恭喜发财中的今日此时,将会破灭之,从资本家社会的恶酒之醉中醒来吧!”④文章

笔锋犀利,抨击尖锐,不仅揭露出殖产兴业方针指导下的官营企业对工人剥削压迫同样沉重,而且力图唤醒

人们放弃希冀政府“能够保护工人”的幻想。
既然政府不可依赖,于是有人提出用宗教信仰来拯救受苦受难的劳动者的主张,但这种作用能否奏效也

受到怀疑。伦理学家大西祝(1864—1900)曾发表文章《社会主义之必要》,谴责了宗教家们对劳动者所受苦

难无动于衷的不作为。他指出,今天我们大家都应当高声“倡导平等之福音”,因为弱肉强食、富胜贫败成为

社会一大事实。但是,宗教家们都不愿意与穷人做朋友,更没有谴责为富不仁的勇气。现实社会中,“自我主

义、争斗主义”成为推动社会的动力,人们动辄为了私利而争斗,宗教家难道没有责任“矫正其弊害之义务

耶”? 大西祝强调,人们很容易趋之若鹜的这种相互争斗,不可能带来社会全面进步。而对此种现象,“宗教

若不宣传博爱,宣传大慈悲心,主张一视同仁之平等主义,何者能为之”? 对于因社会不公正而受苦受难的不

幸之人们,想法给予他们平等待遇,“难道不是宗教之义务耶”? 然而在现实中,宗教家们为了宣传虚张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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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义,“动辄欲献媚于种种阶级的、血统的、财产的、权势的、国家的、社会的差别,这算什么事”①。他实际

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维护现存统治秩序的工具,不能指望宗教界能在改善劳

动者处境方面发挥什么有效的作用。既然如此,就只能如同这篇文章的标题所示,寻求一种能改善劳动者境

遇的新制度已成为必要。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在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逐渐萌发。
四 结语

从上述考察可以深切地了解到,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一系列社会改革,使日本在亚洲率先迈入到近代化行

列,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家“发家史”,无不是以劳动者被残酷剥削甚至

超经济强制作为沉重代价的。正如经典作家指出的那样:“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

脏的东西。”②尽管维新后官方提出了“四民平等”的人际关系原则,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但在社会实践中,
劳动者的权利仍然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在“殖产兴业”国策大力推行和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情况下,广大工

农劳动者的经济待遇并未相应提高反而有所降低,工作环境日趋恶劣,生存状况愈益悲惨。这种状况在当时

日本出现,除了世界各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共同原因外,还有其特殊因素。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新政府为

了尽快赶超欧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大力推行“殖产兴业”国策,使日本在极短的30余年时间内,经济迅猛

发展,但许多前资本主义时代对劳动者实行超经济强制的习惯做法仍然继续保留下来,难以在文明程度尚未

提高的极短时间内消除。脱离封建时代不久的资本家们,为了在最短时间内榨取最大利润,除了增加工时以

榨取劳动者的绝对剩余价值外,还往往尽量降低生产成本,甚至包括必要的自动化生产设备和安全防护设施

的配备和完善也被忽视,因而导致劳动者的处境不但没有伴随经济发展而得到明显改善,反而呈现日趋恶化

的态势。这一切构成了日本近代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深刻社会根源。为了改变这种社会现实,日本思想界

产生了对劳动者的人文关怀的舆论环境,并在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逐渐萌发出日本近代的社会主义

思想。关于这种人文关怀和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的萌发,笔者将另文阐述。

EconomicDevelopmentandDeteriorationofLabors’Condition:
SocialOriginofJapan’sSocialismThoughtduringMeiji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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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tertheMeijiRestoration,withthevigorousimplementationofdevelopingpolicy
bythenewJapanesegovernment,socialeconomydevelopedrapidly.Nevertheless,treatmentof
workersdidnotimprovewitheconomicdevelopmentandsocialprogress,andtheirconditiondid
notimprove.Instead,theirtreatmentandconditionwereconsistentlydeteriorated.Terrible
workingconditions,seriousexploitationandextremelypoorlivingconditionsofworkersinthe
coalmines,coppermines,textilesandotherindustrieswerefrequentlydisclosedbythemedia.
Thedisparitybetweentherichandthepoorwasexposedbysocialists.Allhasaroused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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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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